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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广土众民
的统一国家。这种“统一性”的由来，可
溯至上古三代时期。夏王国已脱离小国
寡民的城邦政体形式，形成了具有一定
幅员的广域国家，其后的商、周更是继
承且拓大，整合了更加广阔的疆域与族
群。商周时期的文献记载、古文字资料
以及近年来的相关考古发现对此已有
比较明确地展示。虽然与秦汉国家统一
的程度以及具体的治理方式存在诸多
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商、周三代
王国亦维持着一种统一的形态，而且统

一的范围越到后来越为广大。秦汉国家
的统一形态也正是建基在周文明的基
础之上。关于三代时期的疆域拓展与族
群整合，其可注意者，大略有三端。

其一，“禹迹”空间的形成。早期中
国，自龙山时代众邦林立进入夏、商、周
三代时期的广域王国，体现在疆域方
面，首要的变化即是文献中所说的“禹
迹”空间的形成。“禹迹”空间的形成也
成为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
阶段。“禹迹”之说以夏王国的建立为史
事背景，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行，在《诗
经》《尚书》等传世文献及两周青铜器铭
文中留下了多种记述。由现有的史料来
看，“禹迹”之说既不是出自后世个别人
的想象，也不仅仅是一种早期的人文地
理空间规划，而是有关早期广域国家疆
域及其治理的一种记述，是三代王国广
域国家建立的反映，同时具有政治、宗
教、地理等多种层面的内涵。

传统的“禹迹”经过战国学者的改编，
突出其政治管理及贡赋征收等层面的内
涵，过去或认为其所反映了战国时期渴望
国家一统的政治观念。现在来看，这类看
法有其局限性。类似的说法或观念，在西
周中期的青铜器豳公盨铭文中已有出现。
这也反映了政治及疆域一统的局面与观
念在西周乃至更早的时期已经出现，并非
一定要晚到战国时期。再例如，上海博物
馆所藏的战国竹简《容成氏》一篇中记载
的“九州”说与传世文献并不同质，存在着
若干重要的差异。如果简单地视之为虚
构，则很难解释同一主题的不同虚构之间
怎有如此大的差异。而上古时期，同一历
史事件经历长时间的流传而产生不同的
文献记载，在早期文献形成中是极为常见
的现象。故“九州”说并非虚构或想象，作为
对早期广域国家形成的一种表述，其应有
真实发生的史事作为依托。可见，由历史
事件的发生到历史叙述的形成，其间经历

了比较复杂的过程，并不能简单地以古史
伪造而轻易地加以贬斥。

其二，是中心邦对次级邦的整合。
三代之初的区域整合尚属初级，三代国家
所统治的地域并不密实，其中往往存在一
些隙地。三代王国虽已由龙山时代末期万
邦林立的状况进至统一的王权，在愈益广
大的地域内建立起了统治，但其统治还比
较粗疏，其疆域内外仍存在着大大小小的
尚未整合进统一王国政治体系的族邦势
力。另外，位处边缘的统治区域也常会根
据王国兴衰的实际情势而发生变化。鉴于
这种情况，三代国家形成了一种“中心邦
—服属邦”的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王朝时
期，夏邦、商邦、周邦先后成为中心邦，其他
地方上的族邦则是服属于中心邦的次级
邦，与中心邦一起形成广土众民的王国。
如此在“禹迹”空间形成的基础之上，三代
王国中心邦对其他次级族邦的服属与整
合构成了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第二个阶
段。正是通过对次级族邦的整合，三代王
国的疆域得以不断拓展，疆域内部的空隙
地带也持续得到填实，王国的疆域形态更
加向密实化发展。

中心邦对次级邦的整合，通常借助
于礼制的推广。礼虽有多层次属性，但从
功用的角度来说，其在制度层面的属性
发展得最为充分，也最为后人所重视。三
代国家时期，在政治治理方面尚未完全
建立官僚制度，并不存在像后世那样比
较明确、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而是更多
地依据长期形成的禁忌或传统。当时政
治统治与社会运转所依据的礼，实质就
是经过规范或改造的传统习俗，诸如与
政治有关的分封、册命、朝觐、军事征伐
等，都有复杂的礼仪环节要遵循。在夏、
商、周三代时期，中心邦与次级邦之间的
日常交往依礼制而行，其上下关系也是
依礼制进行协调与巩固。

其三，三代王国对边域族群的整

合。夏、商、西周三代虽崛起于不同地
区，但三代统治的核心区域基本上全属
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核心区持
续发展的同时，在中原周边的边域地
带，王权的威灵鞭长莫及，逐渐形成了
以“夷”“戎”等为称的边域族群。三代国
家建立之后，往往即向四方边域拓展，
《诗经·大雅·棫朴》中讲：“勉勉我王，纲
纪四方”，说到周王勤勉以治理四方疆
域，并非纯是套语，是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某种事实。由商至西周，中心王朝
对边域族群的治理与整合渐有制度化
的趋势。例如，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侯”，
在西周时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设置。西
周王朝在形势复杂的边域地区广泛分
封侯、伯等贵族势力，以控制当地的土
著族群，周王朝分封所及之地即受周的
治理并成为周的疆域。

三代国家对边域族群的整合，其过
程历时久远，具体的情况也比较复杂，
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关键的一段。综
观三代时期的历史，早期王国虽然偶有
向西、向北拓展的行动，但主要的拓展
方向仍是向东至大海、向南至长江流
域，乃至长江以南部分区域。三代王国
对边域族群的整合构成了早期国家疆
域发展的又一阶段。经由对边域族群的
吸收与整合，三代政权的统治由黄河中
下游核心区逐渐向东方、南方、北方等
拓展，将江汉、淮水流域、山东半岛东部
等地区纳入了王国的疆域范围。

区域间的整合与族群间的融合是中
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线
索。疆域由小渐大，族群由微而巨，这一
发展趋势与特点在华夏文明史的开端
阶段已尽显无遗。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不同区域与族群之间互联互通，经
由河流、道路乃至无形的文化传递逐渐
抟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文明共同体。

（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纵观学者们对爨文化的认识可知，
爨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爨文化约始于
公元三四世纪魏晋时期，终于八世纪唐
天宝年间，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南
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其中心区域在今
云南省曲靖、昆明、玉溪、楚雄、红河等
地，范围包括当时的建宁、兴古、朱提、
云南、牂牁、越巂、永昌七郡在内的整个
南中地区。由于爨文化所处的时期是中
国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所
处的位置是西南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域，
因此，爨文化既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
又有显著的土著部落文化表现，是一种
多元文化复合体，在西南地区民族共同
体的形成上具有代表性。

从学者们对爨氏入滇到爨氏后裔
的发展考证中，可以看出滇东、滇中等
地民族融合发展的轨迹。根据《新唐书·
南蛮传》《通志·氏族略》《汉书》《爨龙颜
碑》《两爨世家》等资料研究，认为“爨氏
乃楚令尹子文之后”“食采于爨，迁运南
土”。另外，有以官职为氏的爨祖战国魏
将爨襄，其后人南来入滇有爨习和爨遐
两支：爨习在东汉末为益州牧刘璋建伶
县令，其先祖是东汉后期来滇戍屯的长
吏；爨遐在魏景元四年灭蜀汉时“左迁”
南中的说法。爨氏进入云南后，“始显于
蜀汉，强盛于晋代，直至唐天宝五年被
南诏蒙氏所灭，拥有 700年的历史。爨
氏作为南中大姓之一，同时推动着南中
地区汉民族的夷化过程和少数民族的
汉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融合成一个叫
作爨人的民族集团。”（简启贤《从爨人
方音特点看爨氏家世》）从爨氏入滇的
强盛至衰落轨迹中可以看出，来源于中
原核心地区的爨氏明显带有中原文化
的属性，之后到巴蜀，受巴蜀文化影响，

再后来迁至云南，与云南夷文化融合。
就此而言，爨氏入南中的过程本身就是
一个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过程。

爨文化时期的民族融合，最突出的
表现是南北朝后期开始见于文献记载
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等新型民族
群体的形成。这是南北朝晚期至唐中叶
分布在南中腹地的两大主体民族。《蛮
书》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

“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
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
川、升麻州，南至步头，谓之东爨”。由此
可知，东、西爨主要在滇东、滇中地区，
交叉而居。关于“西爨白蛮”和“东爨乌
蛮”的概念，据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尤
中考证：“‘白蛮’是秦汉以来僰族与汉
晋时期先后迁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
口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白’与‘僰’是同
音字。”社会科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

“大概接近汉文化（或文化较高）的称白
蛮，其余称乌蛮。”学者们对“西爨白蛮”
和“东爨乌蛮”各持观点，但从民族融合
的角度讲，“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实
际上就是当时的汉民族和其他民族融
合，以及其他民族间相互融合而形成
的。具体说，是当时以“昆明”“叟（嶲）”
为主的“羌戎之民”和以“濮僚”“滇僰”

“邛僰”为主的“魋结之民”的融合。
南诏国崛起后，民族融合持续并有

所深入。《蛮书》卷四说：“阁罗凤遣昆川
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
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居
林谷，故得不徙。”据学者们考证，迁徙
到滇西的爨氏后人，在南诏国和大理国
时期，其子孙仍姓爨，到元代，爨讹为
寸。在今保山、大理、腾冲等地都有寸
姓，包含在汉族、白族、彝族等民族中，

这应该是后来民族融合的结果。
根据相关文献典籍、碑刻、墓穴考

古等研究，爨文化时期滇东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表现在方方面面，涉及这
一区域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
活、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
等。在政治上，爨氏对王朝实行的是郡
县制，受王朝册封或委任，代表王朝实
行统治权，但是与爨区各民族、各部族
之间实行的是姻亲制，且各部族之间有
很大的独立性，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
织系统决定了当时的爨区既不是完全
的独立王国，也不是实实在在的地方行
政区划。经济上农畜并存，以农为主，以
畜为辅，这反映了当时结合自然环境，
把中原农耕文化与本地山地畜牧文化
相结合的经济生产方式。

文化风俗是爨文化时期民族融合
的重要表现形式。“遑耶”作为一种婚姻
习俗，是爨文化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表
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为婚
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遑耶”
即古夷语“姻家”“亲家”的意思，是当时
南中大姓与夷上层联姻的婚姻习俗，其
目的是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政治联盟。
这种婚姻习俗持续若干代后逐步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汉夷融合局
面。“鬼主”文化是爨文化的重要特征之
一，《蛮书》卷一载：“俗尚巫鬼，大部落
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
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新唐
书·南蛮传》记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
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
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在历史上，
有爨氏作为大鬼主的记载，在《南诏德
化碑》中有“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
大鬼主爨崇道”的记载。这种普遍的巫

鬼信仰是当时南中汉人为适应当地夷
人风俗而融入的。尤中在《中国西南的
古代民族》中说：“（爨氏）则在作为地方
统治者的同时，又兼‘大鬼主’‘鬼主’，即
同样信仰僰语中的巫鬼教，吸收僰语中
的宗教文化，也仍然使用汉文化而保持
汉文化。”“鬼主”文化既是一种文化风
俗的表现，又是一种政治特征，是爨氏
统治南中地区的一种手段。

碑刻文化是文化融合的另一种重
要体现。以《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以
及大理《寸氏墓碑志》和成都《大唐故
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等为代表的墓
碑，一方面记载了爨文化时期汉夷文
化融合的轨迹；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
是汉夷文化融合的表现。云南史学专
家鲁刚认为：两爨碑为爨文化时期的
南中地方民族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遗
物，既是汉晋之世汉文化在西南边疆
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与长期积淀的结
晶，又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汉夷民
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鲁刚《爨文化特
色新探》）对于爨碑的汉夷文化融合表
现，秦齐认为，举世闻名的“两爨碑”无
论是行文风格、职官题名，还是碑的形
制，以及大爨碑碑额的饰物朱雀、玄
武、穿耳等都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
（张一丹《楷隶相间的“二爨”》）

爨文化时期滇东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表现十分丰富，这一时期的汉夷融
合、夷夷融合，对后来西南民族融合及
西南民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
学院院长；曲靖师范学院党委统战部
部长）

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
逸史氏、博南山人、滇南戍史、金马碧鸡
老兵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
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杨慎
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祖父杨春、父亲杨
廷和、三叔杨廷仪俱中进士。杨廷和还是
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杨慎 20岁应四川
乡试，擢易魁。24岁举正德六年（1511
年）进士，殿试第一，授翰林院脩撰，任经
筵讲官。明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

“议大礼”事件，两被廷杖，谪戍云南永昌
卫（今保山市），从此僻居云南 35年。明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病逝于昆明高
峣寓所。在云南期间，他设馆讲学，游历
考察，广收学子，著书立说，是明正德、嘉
靖两朝的文坛泰斗和学界领袖。

黄峨是杨慎次妻，才貌俱佳，博通经
史，工于诗文，擅长诗词曲。后世名家评
说：“才艺冠女班”，“才情甚富，不让易
安、淑贞”，“夫人篇什，云蒸霞烂”。著有
《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词曲》等。黄峨
不但才名出众，而且在杨慎流放云南永
昌卫期间，悉心照顾公婆，极为孝顺，得
到时人称颂。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黄峨出生
于四川遂宁官宦人家。其父黄珂，历任农
阳（今湖南汉寿县）知县，因精勤吏治，擢
升御史，在京供职。其母聂氏，知书识礼，
严于家教。黄峨幼年聪明伶俐，在其母的
教导下，好学上进，书法琴艺精通，诗文
词曲当行。

明正德九年（1514年），黄峨已到适
婚年龄，她向其父表明心迹，要选像杨慎
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人做郎君。后
来，黄珂辞官携带家眷回到老家遂宁。明
正德十二年（1517年），杨慎以养病为
由，回到四川新都。不久，其夫人王安人
病故。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杨慎续
娶黄峨，被当地人赞誉为“尚书女儿知府
妹，宰相媳妇状元妻”。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黄峨陪同
杨慎到京城复职。黄峨在京城官邸操持
家务，夫妻二人生活惬意。明正德十五
年（1520年）春，明武宗病逝，由其堂弟
朱厚熜继承皇位，即嘉靖明世宗。嘉靖
皇帝登位不久，他要把已故的父亲兴献
王（朱祐杬）尊为“皇考”，享祀太庙。以
杨廷和为首的朝臣认为与《皇明祖训》
的礼法相悖，竭力反对。嘉靖三年，世宗
下诏尊亡父为“恭穆皇帝”，朝臣群情激
愤。杨慎率撼门哭谏，两次遭廷杖，谪戍
云南永昌卫。

黄峨得知杨慎流放云南的消息后，
悲愤交加。她匆忙收拾行装，带着仆人，
随丈夫登舟南下，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
难。黄峨与杨慎一行入扬州、进南京，南

京的友人特备美酒佳肴招待。临到隆冬
时节，杨慎一行才离开南京，舟行至江陵
（荆州市），改走陆路；进湖南、经贵州再
到云南。云贵高原山川险峻，道路崎岖，
杨慎不忍累及妻子黄峨，坚持要黄峨顺
长江回四川新都。杨慎在与黄峨离别之
时，写下《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
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
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
离愁。

黄峨手捧此词，悲痛欲绝，她在回四
川新都的途中写下了《罗江怨·阁情》词
4首。回乡后，黄峨起早贪黑，含辛茹苦
照顾公婆，操持家务，为杨慎排难分忧。
一年中秋，黄峨来到桂湖，见到杨慎早年
沿湖种植的桂树正在绽蕊飘香，触景生
情，吟出《桂湖夜月》：

月白湖光净，波寒桂影繁。
人间与天上，两树本同根。
诗文表达了她期盼与杨慎永不离

分的夙愿。回到榴阁，又写下了《黄莺
儿》散曲：

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满眼
登临倦，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
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此曲后来寄到杨慎手中，杨慎读到
这首曲更加赞赏和怀念黄峨。明嘉靖五
年（1526年），辞官还乡的杨廷和病势沉
重。杨慎闻讯回乡探望其父，其父病痊愈
后，黄峨随同杨慎来到云南，成为杨慎讲
学、著书的好帮手。

明嘉靖九年（1530 年），杨廷和病
故，黄峨回乡挑起了持家重担。因杨慎远
在云南，锦书难托，黄峨写下了著名诗篇
《寄外》：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在滇西之涯的杨慎接连写下《离思

行》《画眉关忆内》等诗篇。杨慎既得罪时
君，能够赦免还乡的机会渺茫，黄峨由期
盼到期望再到失望，她在《寄升庵》诗中
写道：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
黄峨写的诗词曲，大多数是感伤杨

慎流放云南边陲的幽怀之声，语言清新
直率，情真意切，酣畅淋漓，被后世文人
所传诵。黄峨比杨慎小 10岁，杨慎病逝
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离世
10年后，黄峨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去
世。后人将黄峨与杨慎合葬于四川新都
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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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
疆域与族群问题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中，疆域与族群问题称得上是其中的重头戏
王坤鹏

爨文化时期滇东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这一时期的汉夷融合、夷夷融合，对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重要作用

杨黔云钱润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

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

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

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

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演进格局”。综观我国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广大疆域的

形成以及多元族群的整合，既

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在

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明

的形态。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研

究中，疆域与族群问题称得上

是其中的重头戏。

爨龙颜碑保存于陆良县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爨龙颜碑保存于陆良县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 爨龙颜碑爨龙颜碑

合编杨慎黄娥夫妇词作的《升庵夫妇乐府》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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